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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分量迴歸描繪下異質風險認知

之酒精消費量決策分析* 
劉哲良**、吳珮瑛*** 

摘  要 

本文以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做為概念架構，在資料具備受限特質之前提下，以受限

分量迴歸法來進行正負向風險認知對不同飲酒程度消費者之酒精消費量決策分析。根據

分析結果顯示，結合貝氏風險學習架構的解構式計劃行為理論解釋因子對酒精消費量確

實有顯著的決策解釋效果，其中，又以行為態度面向中的正負向風險認知變數影響效果

最為顯著。又對於輕度酒精消費區間之消費者，其所擁有的正向與負向風險認知的酒精

消費彈性，皆顯著大於中度與重度酒精消費區間之消費者。故相關決策單位欲以資訊教

育的方式來勸導民眾避免過度酒精消費帶來的健康傷害時，對於輕度酒精消費量區間的

消費者而言，會有最大的效果。反之，對於屬於中度偏向重度、以及重度飲酒區間的消

費者來說，資訊管道對酒精消費量的影響力遠不及其在輕度飲酒區間裡的表現，其酒精

消費決策更可能是受到酒癮影響之結果。 

關鍵詞： 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正向風險認知，負向風險認知，二階段估計法，受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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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分量迴歸描繪下異質風險認知

之酒精消費量決策分析 
劉哲良、吳珮瑛 

壹、前言 

過去在探討風險認知  (risk perception) 對健康風險相關行為  (health risk taking 

behavior) 的消費決策影響研究，多數集中於對健康有負面影響的認知上。比如國內外對

於可能引起心肺疾病的抽煙，同時在台灣特殊文化下，可能引起口腔相關病變的檳榔嚼

食之健康風險行為的研究分析，多數在探究負面健康認知與消費決策之間的關聯性 

(Viscusi, 1991; Liu and Hsieh, 1995; 傅祖壇與陳信通，1999; Rovira et al., 2000; Viscusi et 

al., 2000; 傅祖壇等，2001; Lundborg and Lindgren, 2002)。 

然不同於抽煙與嚼食檳榔的酒精消費，除了因過度消費而可能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外，根據醫學相關研究文獻指出，適量與適度的飲酒能夠有效減低糖尿病 (diabetes)、冠

心病 (coronary heart disease) 與心臟病 (heart disease) 之罹患機率；反之，過度飲酒反而

會加重糖尿病患病之可能性 (戴在松，2005)，或造成罹患肝硬化 (cirrhosis)、高血壓 

(hypertension)、胃潰瘍 (agastric ulcer) 與中風 (apoplexy) 等疾病。換言之，酒精消費量

決策中應該包含對健康產生正向與負向影響的異質風險認知。 

而對於一些行為潛在對健康可能產生負面風險認知之研究觀點，基本上認為，個人

若對該行為的潛在負面風險認知越深，就越傾向決定不會消費這些產品，或是降低這些

產品的消費量 (傅祖壇與陳信通，1999; Rovira et al., 2000; Viscusi et al., 2000; Viscusi and 

Hersch, 2001; 傅祖壇等，2001; Lundborg and Lindgre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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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對負面風險認知在消費量產生負向影響的推論，酒精消費量對健康存在之正負

面認知，也預期能夠對酒品的消費量決策可能產生正向或負向的影響。亦即消費者因為

擔心酒精對健康產生負面的影響而減少消費量，但同時亦有可能為了健康的好處而有增

加消費量之傾向，換言之，酒精的消費包含了正負向不同的行為誘因。 

由此可知，當特定行為存在對健康可能涵蓋正向與負向的風險認知時，必須同時將

這些正負面的風險認知納入決策分析中，方能得到相對精確的消費量決策結果。然而在

過去對於酒精消費量的決策分析研究裡，仍全然集中在負向健康風險認知與消費量關聯

之探討 (Lundborg and Lindgren, 2002)，並未考量酒精所具有的正向健康認知對消費量之

影響，更難以找到同時兼顧酒精消費量的正負向風險認知之消費決策分析。 

此外，過去有關考慮不同酒精消費區間、或是嘗試討論風險認知因素對酒精消費決

策影響效果之實證文獻裡，如 Manning et al. (1995) 及 Lundborg and Lindgren (2002)，對

於決策影響變數的選擇多依研究者主觀之決定，缺乏系統化的理論基礎。如此使得解釋

因子的使用相對變得任意且不完備。更重要的是，缺乏系統性的基礎，則無法掌握個人

行為態度、知覺行為控制、主觀規範到具體決策行為間彼此間的銜接，因而也將無法辨

清異質風險認知，在健康相關消費行為對決策影響所可能扮演的角色與所佔有的地位。 

進而，不同消費族群對於正負向健康風險認知有所不同，此一現象除了反應各種因

素對不同消費族群可能造成的相異影響外，更反應酒精安全測定量的管制，對健康風險

有不同認知的消費族群，可能產生不同的效果。再者，消費者除了對健康風險認知有所

差異外，在任何時點觀察到消費者是否有飲酒習慣時，我們經常可以發現即便觀察到沒

有飲酒習慣者，並不代表沒有消費酒精的受限資料 (censored data)。當面對此類型資料

時，若採用傳統的迴歸方程式進行實證分析，一方面不但無法了解異質風險認知因素對

不同酒精消費族群之決策影響，另一方面更因為未處理的受限樣本問題，進而導致得到

偏誤 (biased) 的實證估計結果。 

有鑑於此，本文引入由心理學相關行為研究領域所發展而來的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TPB) (Taylor and Todd, 1995)，以此做為選擇與

系統化的整合決策影響因子選擇的理論基礎。由該理論對消費者的行為意圖傾向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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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個人對不同酒精的消費程度，除受制於其對正負健康風險認知之影響外，尚受到

其他如進行飲酒行為時受到同儕的互動，與模仿行為之主觀行為規範，以及時間、金錢、

自我健康評估等資源限制之知覺行為控制二大面向的影響。 

在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中，將納入個人對酒精消費行為的正負面向風險認知、社交

活動概況，與所得、生活品質、自我健康評估所代表的可用資源限制等衡量指標。而在

風險知覺變數的處理上，除一般考量的負面認知觀點外，亦同時考量正向的風險認知，

首度嘗試將二者一併納入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的分析架構中。其中風險認知概念則參照

Viscusi (1985, 1991)，並結合 Kenkel (1991) 實證上的設定。 

為了解決上述受限資料問題，並得知不同酒精消費量之決策效果的差異，則必須選

用受限分量迴歸 (censored quantile regression) 進行相關的實證估計，方能得到符合不偏 

(unbiased) 與一致性 (consistency) 的實證估計結果。亦即，在此一方法的應用下，除了

能夠克服資料本身所存在的資料受限問題外，同時亦能求得異質風險認知因素於不同酒

精消費區間之決策影響效果的優點，如此更將能得知在面對相同酒精安全測定管制標準

設定下，不同風險認知之酒精消費者，風險認知變動對於酒精消費量的反應程度，如此

也才能知道如何針對不同風險認知且具有不同酒精消費習性者，面對資訊傳遞管道之宣

導及勸導作用效果之優劣與大小。 

在實證資料的選擇上，由中央研究院所完成的『台灣地區心臟血管疾病風險因子之

研究調查』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 Two-township Study，以下簡稱 CVDFACTS) 

是一個心臟血管疾病之社區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調查內容涵蓋了流行病學、生物醫學、

社會學、人口統計學等不同領域。其中 1999-2002 年所完成的第五次循環問卷調查較其

他循環不同之處在於更加入了經濟層面的變因於問卷選項之中，如健康風險覺知、抽煙

飲酒等健康風險行為、健康知識、生活品質以及社會資本之相關資訊1。這些資料符合本

                                                                                                                                                         
1 此一資料庫的前幾次循環並未涵蓋這些相關的資訊，因而無法觀察進特定一段時期內

的變化，未來如果類似的問題在往後的循環調查中持續追蹤，則有可能可有更完整的

面向可以分析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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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有相關概念的建構與實證驗證的需要，因此本文採用 CVDFACTS 資料庫，進行各相

關概念的建構與實證分析架構之驗證。 

貳、酒精消費量行為決策之概念架構 

一、計畫行為理論 

根據Ajzen (1991) 由社會心理學領域所發展而來的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所闡述的內容認為，一個理性個人是否採取特定的行動決策，最主要是

受到行為意向 (Behavior Intention, BI) 之影響，而行為意向則是意指個人實際採取行動的

整體機率或傾向，其他所有影響因子都是經過心理上評估後的綜合，由意向直接或間接

影響行為表現。行為意向主要由三個要素構面所組成，分別是個人的「行為態度」 (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主觀規範」 (subjective norm) 與「知覺行為控制」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其中，「行為態度」是指個人對特定事物、行為後果 (outcome) 之評價與感受，由

一組個人所持有的信念 (beliefs) 認知集合所組成。這些信念認知可能由實際的生活經驗

累積而來，或是純粹由知性上的學習得到。而「主觀規範」則主要意指個人與社會他人

互動關係中所培養出來的行為傾向。最後，「知覺行為的控制」則意指個人欲從事特定

行為時，所面臨的內外在資源之限制與促進因素。 

雖然這個行為模式提供了完整的個人理性行為決策之基礎，成為後續學者討論行為

時之重要理論依據；但在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認為在實證的操作上，並不易以原本模

型內的「信念」與「意向」構面為主題來捕捉這計畫行為裡的三大面向要素 (Shimp and 

Kavas, 1984)。為了改進這個問題，Taylor and Todd (1995) 提出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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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行為理論三大要素解構成若干實際可觀察的變數來表示，使得計畫行為理論所提出

之概念模型，能夠以更具體的方式落實於實證研究中。 

本文將依循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之邏輯內涵，針對酒精消費量之特性，配合挑選能

夠合理表達三大要素面向的代表性變數，以進行後續的實證分析。 

二、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在酒精消費量決策之應用 

當以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來詮釋不同酒精消費量行為的決策因子時，主要的差異在

於不同的行為類別，將對應相異的實際指標變數，以具體呈現的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

行為知覺控制在這三個結構要素面向所代表的意涵內。 

(一)行為態度面向 

影響酒精消費行為態度的主觀信念認知裡，最重要的是這個消費行為將對個人健康

產生何種影響的認知。若以 Ajzen (1985, 1991) 理論中行為態度的組成概念要素來說，不

同程度的酒精消費量將對健康產生相異的影響是一種信念，而對個人健康影響程度上的

大小，則是該信念的評價；就形式而言，這是屬於一種主觀健康風險認知 (health risk 

perception)。 

在經濟領域討論風險認知與風險商品消費決策關聯性所採用的理論工具中，最主要

的代表為 Viscusi (1985, 1991) 所提出的貝氏學習架構 (Bayesian learning framework)。根

據這個理論架構指出，人們的風險認知是經由一連串的學習過程所構成，舊的風險認知

在個人接受新的資訊時，將被修正以凝聚成新的事後 (posterior) 風險認知。就具體的內

涵來說，個人事後風險認知 (Anterior Beliefs) AB 主要受到「先驗信念」 (prior beliefs) PB、

「自身過去從事該行為之經驗」(Prior Experience) PE，與「公共相關訊息」(Information) 

IF 三個因素所影響，其概念式可由 (1) 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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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為對應 PB 之係數；b 為對應 PE 之係數；c 為對應 IF 之係數。如果將對應的係數

做以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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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得到 (3) 式： 

 
 AB aPB bPE cIF= + +�� �  (3) 

 
(3) 式表示個人事後的風險認知為過去信念、個人經驗與新訊息之函數，可依此利用計量

方法來估計各個影響係數之大小。 

過去採用這個理論架構分析風險商品消費決策的實證研究，對於擁有較高健康負面

風險認知者，普遍一致的結論是消費量會較低，顯然風險認知會對消費決策產生顯著的

影響 (Viscusi, 1991; Liu and Hsieh, 1995; 傅祖壇與陳信通，1999; Rovira et al., 2000; 

Viscusi et al., 2000; 傅祖壇等，2001; Lundborg and Lindgren, 2002)。這些實證研究在風險

認知的設定上，多指向消費者對使用這些商品會對健康產生何種程度的負面影響之認知

測量，且研究標的物多集中於香煙與檳榔之消費決策，只有 Lundborg andLindgren (2002) 

以此架構來討論青少年對酒品消費者之決策分析。 

不同於香煙與檳榔，本文所關注的酒精飲用上，依著使用量多寡程度之不同，除了

有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的可能外，亦有正面的好處存在。例如根據醫學相關文獻指出，

適量適度的飲酒能夠有效減低糖尿病、冠心病與心臟病之罹患機率；反之，過度飲酒反

而會加重糖尿病患病之可能性 (戴在松，2005)，或造成罹患肝硬化、高血壓、胃潰瘍與

中風等疾病。消費者會因為擔心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而減少消費，但同時亦有可能為了

健康的好處而增加消費之傾向，換言之，酒精的使用包含了正負向不同的行為誘因。因

此在進行消費量決策分析時，應同時將這個過去研究未曾考慮過的正向風險因子納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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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之中。於是本文同時將正負面風險覺知納入考量，並假設二者以互相獨立的方式來影

響酒精消費者之決策，即先各自以 (3) 式的貝氏風險學習架構凝聚出正負向的風險認

知，再進一步分析對酒精消費量決策行為之影響。 

(二)主觀規範面向 

主觀規範意指與他人互動之下所誘發的行為傾向，就飲酒行為來說，可能包含了來

自身邊親友或團體的飲酒習慣，行為者因感受到壓力而跟著一起飲酒 (Spijkerman et al., 

2004; Spijkerman et al., 2007; Norman and Conner, 2006)。其次，也有基於同儕行為上的模

仿效果。例如在大學校園內，學生的抽煙飲酒行為常成為一種風尚、流行趨勢或自我身

份的界定，在同儕團體都有類似行為或生活在充滿這些行為的家庭環境下，自然而然就

會因相互的模仿行為，或是將飲酒做為朋友之間聯絡感情、工作交流應酬的工具 (Gibbons 

and Gerrard, 1995; Terry and O’Leary, 1995; White et al., 2002; Huchting et al., 2008)。 

換言之，在影響飲酒的主觀規範面向當中，互動之下所產生的酒精消費行為誘因儘

管有正有負，但個人社交活動的頻率越高，同時也將增加該面向因子對個人酒精消費行

為之影響。 

(三)知覺行為控制面向 

對應理論所包含的內外在行為控制因素，在酒精消費決策行為有所影響的知覺行為

控制面向中，主要的解釋因子將可歸納為二個部分。首先，是能夠描述個人屬性差異，

與資源可及性的社會經濟條件背景變數，例如性別、所得等 (Conner et al., 1999; White et 

al., 2002; Huchting et al., 2008)。 

其次，則是用來解釋情緒壓力可能促發的酒精使用行為之生活品質衡量。在這個部

分的相關文獻研究中指出，酒精使用與生活品質之間存在互為因果的關係：過多因生活

品質不佳所累積的情緒壓力，或因個人情緒承受力不佳，容易使部分的人們以飲酒方式

來做為宣洩；反過來說，過度的飲酒行為，事實上也容易令生活品質低落 (Stewart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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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Goleman, 2007)。 

綜合言之，這個面向的要素扮演行為傾向調節因子的角色。行為者最後是否消費酒

精、又消費多少量，將是受到這些因子強化或限制後的結果。 

三、劃分不同酒精消費量區間之標準 

藉由上述架構，我們能夠了解對酒精使用決策有所影響之因子；而在決策層面，行

為者在經過各種誘因與限制的衡量後，進而會決定不同程度的使用量。由於目前對於區

分不同程度的酒精使用量區間之界定並沒有一致的標準，因此本文乃採用醫學研究針對

不同酒精濃度對人之行為、意識清醒程度甚至生理健康之影響作為界定標準，將酒精消

費行為區分為輕度、中度與重度三個區間。 

而這樣的標準恰好也是目前國內所採用的酒醉駕車罰則的相關標準 (蔡中志，

2007)，亦即當呼氣酒精濃度超過 0.25mg/L 的輕度飲酒2，行為上就會表現出複雜技巧障

礙，即達酒醉駕車標準，換言之，這是一個行為上產生危險之飲酒標準；而達 0.25mg/L

到 0.75mg/L 則為中度飲酒，個人可能因而產生感覺障礙、腳步不穩、平衡感與判斷力障

礙度升高等現象；當達到 0.75mg/L 以上就屬重度飲酒，此時個人可能呈現步履蹣跚、噁

心、呆滯木僵、呼吸中樞痲痺，或甚至漸近死亡。後續也將此做為實證估計式決定分量

之基礎，以了解行為者在三個不同酒精消費程度裡的行為表現，並進一步檢視異質健康

風險認知在這些區間對個人酒精消費量決策的影響效果。 

綜合前述，我們將整個決策結構以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加以描述，可以得到不同程

度酒精消費量決策之概念架構，如圖 1 所示。 

                                                                                                                                                         
2 根據蔡中志 (2007) 的研究，假設體重介於 60-70 公斤之間，當酒精消費量分別每次為

48 公克以下、48 公克-144 公克之間，及 144 公克以上時，則對應的呼氣酒精濃度分別

為 0.25mg/L 以下、0.25mg/L 到 0.75mg/L 及 0.75mg/L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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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風險認知

人際往來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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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背景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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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指標》 《三大要素理論構面》 《酒精消費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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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下之酒精消費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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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來源、變數選擇與實證研究方法 

一、資料來源 

為了實際驗證上述之研究架構，我們採用由中央研究院所調查完成的『台灣地區心

臟血管疾病風險因子之研究調查』資料庫進行實證工作。CVDFACTS 是一個心臟血管疾

病之社區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調查內容涵蓋了流行病學、生物醫學、社會學、經濟學、

人口統計學等不同領域。 

CVDFACTS 自 1988 年 12 月起開始進行第一循環的調查工作後，到 2005 年 1 月為

止，已歷經了六次循環的階段調查，而每階段的循環調查皆是以新竹縣竹東鎮以及嘉義

縣朴子市作為長期追蹤地區，且每次的調查內容均涵蓋了個人及家庭背景資料、生活型

態、飲食習慣、社會網絡行為、家族疾病史與身體檢查等層面。而 1999-2002 年所完成

的第五次循環問卷調查較其他循環不同之處在於加入經濟層面的變因考量，如健康風險

覺知、健康知識、生活品質以及社會資本之相關資訊。在剔除變數資料有所遺漏的樣本

後，共有 4,942 筆樣本可供本研究進行後續實證估計之用。而在這些樣本中，有酒精消費

量記錄者共有 463 筆，其餘 4,479 筆則是沒有酒精消費量，或是不消費酒精的樣本。 

二、變數選擇與處理 

依據圖 1 的概念架構，本文所採用的變數包含「酒精決策及消費量」、「行為態度

層面」、「主觀規範層面」、「知覺行為控制層面」，與「其他相關變數」等五個類別，

具體所包含之變數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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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飲酒決策及消費量 

CVDFACTS 個人問卷中關於習慣消費酒精者的行為選項包含三個內容，分別是使用

酒品的種類、飲用頻率與單位量。其中酒品種類包含了啤酒、水果酒、穀類酒、米酒、

洋酒烈酒、再製酒與本國烈酒；這些的初步分類尚包含更精細的酒品分項，各自對應不

同的酒精含量。飲用頻率則是問及個人習慣的飲酒頻率為每天、每週、每月或是每年。

而單位量則考慮一般受訪民眾的使用習慣，為了便於受訪者回答，因此採用小酒杯 (50 

cc)、汽水杯 (150 cc)、瓶 (600 cc)、罐 (350 cc) 等四種飲酒單位。 

在處理上，本文則是先依 CVDFACTS 資料庫操作手冊的酒品種類內涵定義找出各種

類內所包含的酒品名稱，如洋酒烈酒裡包含了威士忌、白蘭地、蘭姆酒；穀類酒則包含

紹興酒、紅露酒等。接著依據各酒品所對應的酒精百分比濃度，計算屬於同一種類內的

所有酒品酒精濃度平均值代表該種類酒品所含的酒精濃度百分比，最後此一酒精濃度與

個人所登錄的飲酒單位與飲酒頻率乘積，即為個人在一段時間內的純酒精消費量。進而

根據飲酒量與疾病關係的醫學研究得知，一般多選擇每週飲酒量做為研究單位 (戴在

松，2005)，因此個人在一段時間內的酒精消費量亦選擇每週累積酒精消費公克數 (DQ)

做為代表。 

(二)行為態度層面 

此部分所採用的對應變數為正負向的健康風險認知，我們選擇健康知識指數 (Health 

Knowledge Index, HKI) 做為代表變數 (Kenkel, 1991; 傅祖壇等，2001)。就受訪問題具體

內涵做為分類時，若是利用問卷詢問受訪者是否知道，使用酒精將會導致幾種特定疾病

的罹患率之上升，所得到的結果即為個人的負向風險認知 (NK) 程度；反之，正向風險

認知 (PK)，即是詢問受訪者是否了解飲酒能夠使特定疾病的罹患率下降。 

在問卷內容上，CVDFACTS 包含了負向風險的五個主要問題，分別為受訪者是否知

道飲酒將會增加罹患肝硬化、高血壓、中風、胃潰瘍與咽喉癌的機率；而正向風險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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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則包含一個項目，主要是詢問受訪者是否知道，適量適度的飲酒將降低心臟病的罹

患機率。 

就問卷設計形式而言，由於這些問題皆是以順序尺度問題 (scale) 做為表達，例如詢

問受訪者是否知道大量飲酒會導致肝硬化時，受訪者可選擇回答「非常可能」、「可能」、

「不清楚」與「不可能」四種選項。仿效 Kan and Tsai (2004) 之做法，在資料處理上，

我們將回答「非常可能」者給予 3 分、回答「可能」者給予 2 分，答「不清楚」者給予 1

分，而回答「不可能」者則給予 0 分3。 

(三)主觀規範層面 

主觀規範裡描述與受訪者相關的生活環境中，來自於他人飲酒所造成的使用酒精傾

向。此處主要包含二個變數，分別為是否有參與社會團體 (SOCIOGROUP) 與朋友往來

的頻率 (FRIEND)。 

第一個變數形式為虛擬變數，當有問題所描述的情況時，受訪者回答 1，反之，則回

答 0。而與朋友往來的頻率，由不來往到來往頻繁共分為六個順序區段，分別是「沒有往

來」、「很少往來」、「兩三個月往來一次」、「一個月往來兩三次」、「一個禮拜往

來一次」與「一個禮拜往來兩次以上」等六種，分別給予 0 到 5 分的順序尺度指標來表

示。 

                                                                                                                                                         
3在 Kan and Tsai (2004) 的原文中，並未解釋何以回答「不清楚」者仍給予相對於選擇「不

可能」選項，因而導致回答錯誤的 0 分多 1 分的認知分數。而在審查過程中，感謝審

查人之一給予了一個甚具合理的解釋：『由於「不清楚」者包含了「可能」、「不可

能」、「不知道」等可能性，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答對機會，較完全答錯的「不可

能」選項來得更接近答案。是以，在分數的給定上，「不清楚」給予 1 分、「不可能」

給予 0 分似乎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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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覺行為控制層面4 

在用以代表個人差異的變數中，主要挑選了性別 (SEX)、個人每月所得 (INCOME) 

做為代表。性別變數以虛擬變數做為表示，男性者為 1，女性者為 0。而個人每月所得的

問卷原始登錄資料為所得區間，亦即受訪者面對的選項為一區段，比如 10,000 元到 20,000

元之間，在後續處理上，我們將取該區段的平均值做為該樣本的個人每月所得。另外，

生活品質 (QUALITY) 則是個人對於自己生活整體的滿意程度的自評，分數由 0 到 100

分，填寫越高分數者，表示個人對於自己的生活越滿意。 

(五)其他相關變數 

在本文後續的實證估計裡會將正負向的風險認知內生化，為了避免產生模型辨識的

問題 (identification)，因此在進行正負向風險認知之估計時，乃選擇採用與之相關的工具

變數  (instrument variables)。因此本文選擇了與訊息學習相關的個人受教育總年數 

(EDUYEAR)，以及過去的飲酒經驗 (DRINKYEAR)、是否有閱讀報紙的習慣 (READ) 與

是否有看電視新聞的習慣 (TVNEWS) 等四個變數做為估計風險認知時之工具變數。在內

涵上，教育程度以受訪者所接受的教育年數做為代表；過去飲酒經驗，則是以受訪飲酒

年數做為表示；而閱報與看電視新聞習慣以虛擬變數來表示，1 代表個人有這些習慣，而

0 則是沒有這些習慣。本文所採用的實證變數整理歸納如表 1 所示。 

                                                                                                                                                         
4 代表個人差異變數中原本有包含「個人年齡」做為解釋變數，然在初步相關性檢定下

發現該變數與「所得」變數具有高度相關性，為了避免估計上產生共線性問題，因而

將此變數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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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變數定義說明及樣本平均值 

變數種類與符號 定義內涵說明 平均值1 標準差 

內生變數    
 DQ 每週酒精消費公克數 93.98 157.56 
行為態度面向    

 PK  消費酒精能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認知分數 1.47 0.38 
 NK

肝硬化
 消費酒精會增加罹患肝硬化機率的認知分數 2.39 0.41 

 NK
高血壓

 消費酒精會增加罹患高血壓機率的認知分數 2.00 0.29 

 NK
中風

 消費酒精會增加罹患中風機率的認知分數 2.01 0.35 

 NK
胃潰瘍

 消費酒精會增加罹患胃潰瘍機率的認知分數 1.83 0.41 

 NK咽喉癌  消費酒精會增加罹患咽喉癌機率的認知分數 1.17 0.29 

主觀規範面向    
 FRIEND 與朋友往來頻率 2.47 1.63 
 SOCIOGROUP 是否有參加社會團體之虛擬變數 0.05 0.22 
知覺行為控制面向    
 SEX 性別虛擬變數，男性記為 1，女性記為 0 0.46 0.49 
 INCOME 個人每月所得，單位為萬元 2.12 2.15 
 QUALITY 生活滿意度自評分數 75.09 10.53 
其他變數    
 EDUYEAR 個人總受教育年數 9.43 4.65 
 DRINKYEAR 個人飲酒總年數 18.92 15.56 
 READ 是否有閱報習慣的虛擬變數 0.56 0.49 
 TVNEWS 是否有看電視新聞習慣的虛擬變數 0.89 0.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1 平均值中 DQ 與 DRINKYEAR 取酒精消費量為正值者共 463 筆之平均，其餘變數則

是取總樣本數共 4,942 筆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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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模型 

在本文所採用的 4,942 筆總樣本之中，具備持續的飲酒習慣，且能夠觀察到酒精消費

量的樣本數只有 463 筆，剩下的 4,479 筆資料由於受訪者在受訪之初即回答沒有持續半

年、每週至少一次以上的飲酒習慣，因此訪員即沒有繼續詢問這些受訪者的酒精消費量，

依此則統一記錄消費量為 0。然而就實際狀況而言，雖然無法觀察到酒精消費量，卻不表

示這些受訪者完全不會消費酒精，只意謂著其沒有長期飲酒的習慣；換言之，這群樣本

即是文獻上所謂的受限資料，因此在後續的估計上必須計對這個特性設計出相對應的實

證估計模型，以得到不偏與一致的估計係數。 

此外，本文在風險認知變數的實證處理上，可能一如過去文獻所面對的問題，即會

有部分同時影響著酒精消費量決策與個人風險認知的因素未被考慮到，因而在技術上產

生內生性 (endogeneity problem) 問題，而令酒精消費分量迴歸式產生係數估計之偏誤及

不一致的情況。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採用二階段之估計法 (two-staged regression 

approach)，首先必須針對正負向風險認知變數，單獨進行第一階段的估計處理，再將此

階段所得到正負向風險預測值，代入第二階段酒精消費量決策式做為解釋變數進行估

計，以得到符合不偏與一致性的係數估計 (Levin, 2001; Arias et al., 2001; Kan and Tsai, 

2004; Sprietsma and Waltenberg, 2005)。以下則依此一程序逐步完成各相關步驟的估計。 

最後，由於上述藉由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與貝氏風險認知理論所挑選出來的解釋變

數，對於酒精消費量之影響效果，在輕、中、重三個不同的消費程度區間裡可能並不相

同，因而若採用傳統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以下簡稱 OLS) 或是受限資料專

用的 Tobit 模型進行估計，也將只能求得各個解釋變數的整體平均趨勢效果，無法精確描

繪各個解釋因子在相異酒精消費程度區間上的影響。為了在實證上捕捉這個特徵，本文

在第二階段的酒精消費量決策估計中，除了採用對應受限資料特質所選擇的 Tobit 估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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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捕捉各決策影響因子之平均解釋效果外，亦採用受限分量迴歸模型來進行相關估

計分析。 

一、第一階段正負向風險認知之估計模型 

在第一階段的正負向風險認知之估計裡，由於風險認知變數乃是由尺度選項所轉換

而來的指標，且所給定的不同分數間具有順序關係 (ordinal index)。在考慮這個特徵且欲

解決上述內生性問題的前提下，我們仿照 Kan and Tsai (2004) 的處理方法，在第一階段

先採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來進行估計，以將正負向風險認知的原始資料轉化 

(transformation) 為具順序關係的連續數值變數。 

如果令個人 i 的正向風險認知為 iPK ，負面風險認知為 liNK 。其中 1, 2, , 5l = " ，分

別代表個人對於五種可能肇因於酒精消費的疾病認知。因此這二個風險認知的 ordered 

probit 模型可寫為下列形式 

 
 liNK j= ，若 *

1lj li ljNKλ λ +< < ， j = 1, 2, 3, 4 (4) 

 
 *

li l i liNK Zα ε= +  (5) 

 
 0lλ = −∞ ， 5lλ = ∞  (6) 

 
 ~ (0, 1)li Nε  (7) 

 
 iPK j= ，若 *

1lj li ljPKλ λ +′ ′< < ， j = 1, 2, 3, 4 (8) 

 
 *

i i iPK Zα ε′ ′= +  (9) 

 
 0lλ′ = −∞ ， 5lλ′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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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i Nε ′  (11) 

 
在前述 (4) - (11) 式中， lα 、α′ 為對應解釋變數的待估係數， ljλ 與 ljλ′ 為區分個人

認知傾向區間的分界值、 iZ 則是依據解構式行為理論所挑選出解釋個人行為的各種特徵

變數，而 liε 與 iε ′ 則是隨機誤差項。在經過估計後，我們可得到分別用以表示個人 i 潛在

的負向與正向風險認知程度傾向 (latent) 預測值n*
liNK 與n*

iPK ，二者皆是連續且具備順序

關係的數值。 

內生性問題主要發生在一些未被觀察到的因子或變數，同時會影響酒精消費與風險

認知，而呈現在模型上，這些未被考慮到的影響因子會被納入 (5) 與 (9) 式的誤差項 liε

與 iε ′ 中。因此，為了解決內生性問題，我們將以 (5) 與 (9) 式所估計出來的正負向風險

預測值取代原來的數值以代入第二階段，也就是酒精消費分量迴歸決策式來進行估計。

其中因n*
liNK 包含五種風險認知內容，我們將以這五個預測分數之總和n*

iNK 做為負向風險

認知之代表變數。由於n*
iPK 與n*

iNK 已刪去了誤差項，因而內生性問題在此種方式處理下

也將不復存在。 

另一個計量技術上的問題是，在實際進行這個階段的估計時，若只依賴 iZ 做為解釋

變數，在技術上會產生模型辨識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則可在此處引入與風險認

知相關的工具變數來改善之 (Kan and Tsai, 2004; Sprietsma and Waltenberg, 2005)。 

對於工具變數的選擇，我們可回到貝氏風險學習理論做為參考，並依據該理論的內

涵來挑選適當的變數。在此則選擇飲酒年數 (DRINKYEAR)、受教育總年數 (EDUYEAR)、

是否有閱讀報紙的習慣 (READ) 與是否有看電視新聞的習慣 (TVNEWS) 四個指標做為

工具變數。對應貝氏風險認知理論，飲酒年數用以表示個人對於酒精的過去使用經驗；

而受教育總年數、閱讀報紙與看電視新聞等三個變數雖然並不和酒精風險資訊有直接關

係，但卻意謂著個人得到風險認知資訊的管道與可能性，因此也預期對酒精風險認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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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取得有一定程度上的解釋效果。綜合而言，本文以此四個工具變數，再加上一系列

的個人行為態度、主觀規範與知覺行為控制三大面向的解釋變數 iZ ，來進行風險認知的

順序波比模型估計，其實證估計式如 (12) 與 (13) 式。且在完成此階段的估計後，再將

所得到估計預測值帶入第二階段的酒精消費量決策估計式中，以得到不具內生性問題的

估計結果。 

 
 *

1 2 3 4 5li l i l i l i l i l iNK SEX FRIEND SOCIOGROUP INCOME QUALITYα α α α α= + + + +  

  6 7 8 9l i l i l i l i liEDUYEAR DRINKYEAR READ TVNEWSα α α α ε+ + + + + ， 

 1, 2, , 5l = "   (12) 

 
 *

1 2 3 4 5i i i i i iPK SEX FRIEND SOCIOGROUP INCOME QUALITYα α α α α′ ′ ′ ′ ′= + + + +  

 6 7 8 9i i i i iEDUYEAR DRINKYEAR READ TVNEWSα α α α ε′ ′ ′ ′ ′+ + + + +  (13) 

 

二、第二階段酒精消費量決策之估計模型 

由於本文資料具備受限的特性，我們採用了 Tobit 模型以估計其平均酒精消費量趨

勢，以及受限分量迴歸來求取消費者於輕、中、重三個不同酒精消費量區間之行為模式。 

(一)受限資料之 Tobit 模型估計 

在Tobit模型部分，其平均值之概念式與本文所採用的實證式分別如 (14) 與 (15) 式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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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i
i i i

X
E DQ X X

β β σω
σ

= Φ +  (14) 

 
 n n* *

0 1 2 3 4i i i i iDQ PK NK FRIEND SOCIOGROUPβ β β β β= + + + +  

  5 6 7 iSEX INCOME QUALITYβ β β τ+ + + +  (15) 

 
其中σ 為標準差； ( / ) / ( / )i iX Xω φ β σ β σ= Φ ； ( )φ i 為機率密度函數； ( )Φ i 為累積密度

函數； β 則為對應解釋變數之待估係數；而 iτ 為隨機誤差項。 

(二)受限分量迴歸模型之估計 

由於分量迴歸基本屬於無母數估計法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approach)，在不須預

先設定分配函數形式，便能求取條件分量函數所對應的係數估計值，除了具備估計上的

彈性外，若樣本本身非對稱時，亦不容易受到極端值影響而能得到較佳的係數估計值 

(Koenker and Hallock, 2001; Koenker, 2005)。然而由於本文資料的受限特性，我們無法直

接觀察到沒有長期飲酒習慣的人們可能具有的酒精消費量，若採用標準的分量迴歸模型

來進行實證估計，將使得係數估計值產生偏誤與不一致的結果  (Powell, 1986; 

Chernozhukov and Hong, 2002; Koenker, 2005)。 

在計量技術上，為了令受限資料也能採用分量迴歸來進行分析，Powell (1986) 曾發

展出相關的估計式，但由於該估計式之計算過於龐雜，常導致實證結果無法收斂，因而

後續採用該方法所進行的實證應用研究並不多見。為了改進這個問題，Chernozhukov and 

Hong (2002) 提出適用於受限資料的三步驟 (three-step) 之分量迴歸估計程序，其前二步

驟是用以篩選出適當的樣本資料，並在最後一個步驟才採用分量迴歸模型針對選出的樣

本來進行分析。由於該方法大幅降低了估計的難度，且避免了無法收斂的情況，因此本

文亦採用該程序來進行受限資料的分量迴歸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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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先採用Probit機率模型來估算個人酒精消費量在受限資料點 (censored point) 之上的

機率。 

 
 ( )i i iI p Xη π= +  (16) 

 
其中 iI 為個人酒精消費資料受限與否之機率傾向； ( )p i 為常態分配轉換函數；η 為

對應解釋變數的待估什係數； iπ 為隨機誤差項。在完成估計之後，挑選出樣本組

}1)ˆ(:{0 dXpiS i +−>= θη ，其中θ 為受限樣本數佔總樣本數的分量點，在本文裡即為 463

筆可觀察到酒精消費量之樣本位於總樣本 0.9063 之分量位置，而 d 為介於 0 到θ 之間任

選的極小正數。 

步驟二： 

在分量迴歸函數設定為 (17) 式的前提下，利用選擇出來的樣本組 0S 來對酒精消費

量 iDQ 進行 (18) 式的分量迴歸估計 

 
 i i iDQ Xθ θγ ν′ ′= +  (17) 

 

 
0 0| |

min (1 )
i i i i

i i i i
i S DQ X i S DQ X

DQ X DQ X
γ γ γ

θ γ θ γ
∈ ≥ ∈ <

 
′ ′− + − − 

  
∑ ∑  (18) 

 
其中 γ 為對於解釋變數的待估計係數； iX 即為包含 iZ 、n*

iPK 與n*
iNK 之解釋變數向量；θ ′

為依 0S 所計算得到三個飲酒區間之分量點。在估計完成後，接著再篩選出樣本組

{ }1 ˆ: ( )i nS i X mγ θ ′= > ，其中 nm 為一極小的正數。在這個步驟裡，主要的目的在於藉由進

一步的樣本篩選，以提升進行第三步驟估計時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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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利用 1S 置換 0S 進行 (19) 式之估計，以得到不偏的解釋變數係數 γ ′′ 之估計。 

 

 
1 1| |

min (1 )
i i i i

i i i i
i S DQ X i S DQ X

DQ X DQ X
γ γ γ

θ γ θ γ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16)、(18)、(19) 式所對應的實證式設定如 (20)、(21)、(22) 式所示 

 

 n n( * *
0 1 2 3 4i i i i iI p PK NK FRIEND SOCIOGROUPη η η η η= + + + +  

 )5 6 7 iSEX INCOME QUALITYη η η π+ + + +  (20) 

 
 n n

0

* *
0 1 2 3 4i S i i i iDQ PK NK FRIEND SOCIOGROUPθ θ θ θ θγ γ γ γ γ′ ′ ′ ′ ′∈ = + + + +  

 5 6 7i i i iSEX INCOME QUALITYθ θ θ θγ γ γ ν′ ′ ′ ′+ + + +  (21) 

 
 n n

1

* *
0 1 2 3 4i S i i i iDQ PK NK FRIEND SOCIOGROUPθ θ θ θ θγ γ γ γ γ′′ ′′ ′′ ′′ ′′∈

′ ′ ′ ′ ′= + + + +  

 5 6 7i i i iSEX INCOME QUALITYθ θ θ θγ γ γ ν′′ ′′ ′′ ′′′ ′ ′ ′+ + + +  (22) 

 
其中 iθν ′ 與 iθν ′′′ 皆為隨機誤差項；θ ′′為在 1S 樣本下所挑選的分量點。 

在實際進行估計時，為了避免分量迴歸估計式在實證上產生非均齊變異 

(heteroskedasticity) 與變異數不易估計的問題，我們利用拔靴抽樣 (bootstrap approach) 的

方式來建構各統計量之實證分配，以重覆抽樣 500 次的方式，進而計算各係數估計值的

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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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證估計結果 

一、第一階段正負向風險認知之估計結果 

根據表 2 的估計結果顯示，個人的總教育年數 (EDUYEAR)、所得水準 (INCOME) 與

是否有閱讀報紙的習慣 (READ) 這三個變數，在所有的正負向風險認知變數裡皆是顯著

的，且皆與風險認知呈現正向關係。這也顯示出，受教育年數、所得水準越高者與有閱

讀報紙習慣的人，由於具備較佳的資訊管道，因而能得到較多的風險認知相關資訊。 

其次，在負向風險認知的估計結果裡，性別 (SEX) 不同者也擁有顯著不同的風認知

程度。估計結果顯示，性別變數的係數與風險認知資訊呈現負面關係，這表示該群樣本

中，男性的風險認知程度普遍不及女性。而與朋友聚會的頻率 (FRIEND) 與有參與社會

團體者 (SOCIOGROUP)，通常也能在資訊交流中得到更多的風險認知。另外，生活品質

較佳者 (QUALITY)，也普遍擁有較高的風險認知程度。 

而在正向風險認知的估計結果中，與朋友聚會的頻率 (FRIEND)、有參與社會團體者 

(SOCIOGROUP)，與生活品質較佳者 (QUALITY)，同樣也擁有較高的正向風險認知程度。

而個人飲酒年數 (DRINKYEAR) 在正向風險認知呈現正向的結果，表示飲酒的經驗越

多，將對酒品的正向益處擁有較多的認識。但有趣的是，同樣一個變數在負向風險認知

裡卻呈現相反的結果，擁有較長飲酒經驗的人對於負面風險認知並沒有太大的增加，且

在肝硬化的風險認知裡，甚至呈現反向的關聯性，換言之，這些人在累積飲酒經驗的過

程後，或許轉而偏重正向資訊的傾向；而這些正向的資訊，又反過來支持個人的飲酒行

為，進而造就了持續的飲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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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酒精消費量之分量迴歸估計結果 

(一) 平均趨勢分析 

這部分的實證估計結果如表 3 所示。在平均趨勢的影響效果方面，由於資料本身的

受限特質，因此使用 Tobit 模型進行估計。根據估計結果顯示，解構式行為理論的三大面

向因子皆對酒精消費量決策行為有一定的影響力。首先，代表行為態度的正負向風險認

知變數對酒精消費量之影響效果在統計上皆是顯著的，且在影響方向上一如預期，越高

的正向風險認知將伴隨越多的酒精消費量，平均每增加一單位轉換後的正向風險認知指

數，將帶來每週 256.05 公克的酒精消費量上升；反之，若消費者對負向的風險認知有較

多的認識，也將減少對酒精的消費量，平均每單位轉換後的負向風險認知指數增加，將

減少每週 278 公克左右的酒精消費量。 

在主觀規範的面向裡，與朋友聚會越頻繁者，平均而言將對會有較多的酒精消費量，

但影響的程度並不大，平均每提升該變數一個級次，則會帶來每週約 13.54 公克酒精消費

量的增加。最後，知覺行為控制面向中，性別與所得二個變數對酒精消費量的影響皆是

正向且顯著的，然在程度上，性別差異所象徵的個體特徵效果則遠大於所得所代表的資

源限制效果。平均而言，男性每週將較女性多消費約 202.18 公克的酒精；而所得每上升

一個單位，則是帶來每週約 8.61 公克的酒精消費量的增加。 

(二)不同酒精消費量之區間分析 

欲進一步區分不同酒精消費量區間以進行估計時，所使用的資料為利用 (16) 到 (18) 

式之估計程序所篩選出來的樣本組合 1S ，共為 742 筆。其中，目前未被記錄到酒精消費

量的潛在消費者共有 279 筆，約佔 1S 的 38%，亦即非條件 (unconditional) 下的酒精消費

為第 0.38 分量。這些樣本點由於沒有酒精消費量資訊，故無法進行小於或等於此分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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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係數估計，因此乃選擇最小自第 0.45 分量而至第 0.95 分量做為上下界，同時以每 0.05

分量為間隔依循進行第 0.45、0.50…等分量點共 11 條分量迴歸之估計，如此的劃分不僅

正好使所有的分量數得以對稱，且可以觀察每 0.05 分量點上的變化。進而，再配合前述

將酒精消費區間依消費量所對應之生理反應來區分為輕 (48 公克以下)、中 (48 公克-144

公克)、重 (144 公克以上) 三個區間，為了解各個解釋變數在不同酒精消費區間的影響效

果，針對這三個區間之消費門檻值 (即 48 公克與 144 公克) 求算其所對應的條件分量點。

依此而得第 61 分量以下所得到的酒精消費條件平均數皆低於輕度區間之門檻值，而第 79

分量以上的酒精消費條件平均數皆高於重度酒精消費區間的門檻值，因而可以此二分量

點做為輕、中、重區間之分界5。換言之，本文所選擇估計的 11 個分量迴歸模型裡，酒

精消費之條件平均值落於輕度酒精消費區間者為θ = 0.45、0.50、0.55、0.60；中度區間者

包含了θ = 0.65、0.70、0.75；而θ = 0.80、0.85、0.90、0.95 則屬於重度酒精區間。 

各分量迴歸的估計結果則呈現如表 3 與圖 2，根據這些結果得知，整體而言，行為態

度與知覺行為控制面向仍對酒精消費量有顯著的影響，但主觀面向的變數影響卻幾乎不

顯著，表示因互動交流而產生的酒精消費量在這些分量區間裡並不明顯。此外，根據附

表 16所進行的跨分量係數檢定 (inter-quantile test) 顯示，屬於行為態度之正負向風險認知

係數，除了在重度酒精消費區間的一些鄰近區間7，以及部分中度酒精消費區間與重度酒

                                                                                                                                                         
5 在計算上，主要是以第 0.45 分量為起點、逐一以每 0.01 分量的方式開始進行估計，並

在估計完成後，求算依係數估計結果所而得的樣本酒精消費量預測值，並檢值該特定

分量θ 下的預測值 ˆ ( )iXγ θ′ 是否為最接近 48 公克與 144 公克這二個門檻值，以判斷門檻

值所對應的條件分量點。本文依據上述程序得到 ˆ (61) 50.05 48iXγ ′ = ≅ ，以及

ˆ (79) 143.88 144iXγ ′ = ≅ ，因此可界定第 61 分量與第 79 分量為輕、中、重區間分界門

檻值所對的條件分量點。 
6 依據其中一位審查人的建議，配合選擇的 11 個分量點，本文共進行了 25 個跨分量區

間之檢定。 
7 這些區間如 (0.8-0.9) 與 (0.85-0.95) 的跨分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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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區間8的係數檢定呈現同質性外，其餘大部分的檢定結果皆顯示出正負向風險認知影響

效果有位移之情況。另一方面，屬於行為控制面向的性別變數幾乎則是在每一個跨分量

檢定都呈現顯著的差異，表示性別對於酒精消費量的影響效果確實隨不同條件分量而有

所不同。 

                                                                                                                                                         
8 這些區間如 (0.65-0.85)、(0.65-0.95)、(0.70-0.80)、(0.70-0.90)、(0.75-0.85) 的跨分量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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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輕度酒精消費區間所涵蓋的分量迴歸結果裡，增加每單位正向風險認知所帶來的

酒精消費上升量，介於每週 64.49 公克到 180.71 公克之間；反之，單位負向風險認知之

增加對減少酒精消費量影響，則是介於每週 15.59 公克到 43.83 公克之間。而男性皆比女

性有較高的酒精消費量，差異程度的範圍為每週 10.85 公克到 25.47 公克。整體而言，在

輕度區間裡這三個顯著的解釋變數對酒精消費之影響效果，乃是隨著分量點的上升而逐

步遞增。 

其次，在中度酒精消費區間所涵蓋的分量迴歸結果中，男性同樣較女性消費更多的

酒精，差異介於每週 38.07 公克到 97.89 公克之間，其邊際影響效果隨分量點之上升而增

加。而正向風險認知對酒精消費上升的邊際影響效果，主要介於每週 239.48 公克到 434.44

公克之間；反之，負向風險認知對於減少酒精消費的邊際效果則是介於每週 59.04 公克到

114.21 公克之間。然而在這個區間之間可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無論是正向或是負

向風險認知之邊際影響效果，由原本逐步上升的趨勢，至分量點θ 介於 0.75 到 0.80 之間

產生轉折，開始呈現邊際效果朝向 0 方向遞減的趨勢。換言之，理性個人行為態度所代

表的決策力量，亦是於此開始對消費行為逐漸失去影響。 

在重度酒精消費區間所涵蓋的分量迴歸結果反應出，性別差異仍顯著影響消費不同

的酒精量，其範圍介於每週 97.89 公克到 236.85 公克之間，且隨著分量點的上升，其差

異效果也越大。而正向風險認知雖然仍對酒精消費有提升的效果，但其程度卻是隨分量

點的上升而遞減；且就係數之顯著性而言，除了第 0.8 分量的正向風險認知係數顯著不為

0 外，在其餘分量迴歸估計結果顯示，正向風險認知對酒精消費之影響已不再顯著。另一

方面，負向風險認知也出現類似的情況。雖然負向風險認之提升仍能降低酒精之消費，

然而其影響效果卻是隨著分量點的上升而遞減。此外，負向風險認知係數在最後二個分

量點 0.90 與 0.95 呈現不顯著的情況，表示該變數對於酒精消費已無影響力。由於消費者

在此區間之平均酒精消費量較高，對酒精上癮之可能性也相對較大，因而消費行為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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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再是理性考量之結果9。 

除了上述藉由各解釋變數之邊際效果來詮釋酒精消費行為外，由於相異的酒精消費

區間，原本就意味著不同的酒精消費總量，單單比較各解釋變數的邊際影響效果，事實

上將無法確實呈現正負向風險認知變數在這些區間裡的決策影響力。有鑑於此，我們亦

藉由計算正負向風險認知變數在前述所選的 11 個分量點下之彈性10，以進一步了解每變

動一個認知變數數值的百分比與對應酒精消費量變動百分比之關係，此將可做為衡量風

險認知變數在這些區間的決策影響力之依據。相關計算結果表示如表 4 與圖 3 所示。 

表 4  各分量點下之正負向風險認知彈性值 

分量點θ   輕度區間 中度區間 重度區間 
 0.45 0.50 0.55 0.60 0.65 0.70 0.75 0.80 0.85 0.90 0.95 
正向風險認知  2.12 1.63 2.12 2.24 1.81 1.89 1.44 0.81 0.61 0.30 0.004 
負向風險認知  −2.35 −1.86 −2.41 −2.48 −2.04 −2.10 −1.73 −1.04 −0.80 −0.45 −0.099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9 前述的分析如文內所言，是以醫學上之研究探討飲酒對人體行為、意識與生理影響所

做的分界，因而其影響可能來自長期的累積，也可能是一次所造成的結果。而本文的

酒精消費是以一週為觀察對象，因而所有的結果並不對以一次的酒精消費之酒醉駕車

做直接的連結，如果我們關注的是一次飲酒後的結果，如此則可以觀察每次飲酒後的

可能影響。在此一樣本中，根據實際有飲酒者樣本的紀錄歸類於輕度飲酒者平均每週

飲酒約為 2.0 次，而中度者約為 4.2 次，至於重度者則為 5.2 次，轉換成每次飲酒公克

數，則分別對應為 4.83 公克、19.97 公克與 61.90 公克，此乃表示重度飲酒者每次的飲

酒均已達酒駕中度飲酒的取締標準。 
10 彈性值的計算公式為 / * /DQ PK PK DQθ∂ ∂ 與 / * /DQ NK NK DQθ∂ ∂ 。在實際的計算上，

以 (22) 式所估算出來的各區間之正負向風險認知係數值，再乘上風險認知變數的樣本

平均值與對應該分量點之非條件酒精消費量之比值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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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正向風險認知於不同分量點上之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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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負向風險認知於不同分量點上之彈性 

由圖 3 與圖 4 的結果發現，正向風險認知彈性隨著酒精消費量的上升而呈現遞減的

趨勢。如果配合表 3 的係數估計結果來看，雖然每單位正向風險認知的邊際影響效果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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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逐漸上升，直到進入中度、重度酒精消費區間之過渡階段時才開始下降，但將非條件

下各分量點之酒精消費量考量進來後，正向風險認知上升所帶來酒精消費量的變動百分

比之影響卻是隨區間之上升而下降，這表示整體而言正向風險認知所扮演的決策影響

力，將是隨區間上升而遞減。 

如就此結果進一步延伸討論其行為意涵可發現，在輕度酒精消費量區間裡的消費者

原本就擁有較少的平均消費量之前提下，較高的正向風險彈性值似乎也指出這群人多是

因追求健康上的好處而飲酒，但與此同時，較高的彈性值也表示該區間的消費者亦有可

能隨著正向風險認知的上升，進而促使酒精消費量大幅上升而成為中度酒精消費者。反

之，處在中度與重度區間的消費者，其正向風險認知對酒精消費量之影響效果逐漸鈍化，

這多是因為隨著平均酒精消費量的上升，「適度適量」已不再適用於中度與重度酒精的

酒精消費者，因而正向風險認知等資訊容易被這些中度與重度區間的消費者，當作合理

化原本飲酒行為之理由，反而造成健康上的傷害。 

另一方面，負向風險認知的彈性值大體而言也是隨著分量的上升而呈現下降的趨

勢，普遍以輕度酒精消費量區間的彈性值為最大，表示提升對負向風險的認知，能使輕

度區間對酒精消費量之減少效果最大。這結果同時也意味著，在輕度飲酒區間的消費者

普遍擁有較高的自制力，當認知到酒精消費對健康的負面效果時，則會有效率的控制個

人酒精消費量，而使消費量能夠保持在適量的輕度飲酒區間中。而在中度與重度酒精消

費量區間裡，二者的彈性值皆小於輕度酒精消費量區間，這表示對於已習慣大量消費酒

精的消費者而言，負向風險認知的影響是較小的。此外，無論在那一個分量點上，負向

風險認知的彈性值皆高於同一分量點上之正向風險認知彈性值。就彈性數值而言，這主

要是因為消費之負向風險認知分數普遍高於正向風險認知分數，因此即便在正向風險認

知普遍擁有較高的邊際效果下，卻在轉換成彈性計算後，其彈性值多低於負向風險認知。

而若就消費行為上的意涵來說，這也指出了酒精消費對健康產生負向影響之資訊，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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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資訊產生更大的消費決策影響效果11。 

陸、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首先整合貝氏風險學習理論與解構式計劃行為理論做為概念架構，並考慮實證

資料呈現受限特性的前提下，選擇以 Tobit 模型與受限分量迴歸模型來進行適當的實證估

計。根據估計結果顯示，結合貝氏風險學習架構的解構式計劃行為理論三大面解釋因子

對酒精消費量確實有顯著的決策解釋效果，其中，又以行為態度面向中的正負向風險認

知變數影響效果最為顯著，這同時也指出過去未考慮正向風險認知所進行的決策行為實

證研究將導致偏誤之分析結果。 

進一步根據相關結果顯示，對於目前屬於輕度酒精消費區間之消費者而言，其所擁

有的正向與負向風險認知的酒精消費彈性，皆顯著大於中度與重度酒精消費區間之消費

者。由這些結果可以看出，如果相關決策單位欲以資訊教育的方式來勸導民眾避免過度

酒精消費帶來的健康傷害時，對於輕度酒精消費量區間的消費者而言，會有最大的效果；

反之，對於屬於中度偏向重度、以及重度飲酒區間的消費者來說，資訊管道對酒精消費

量的影響力遠不及其在輕度飲酒區間裡的表現，其酒精消費決策更可能是受到酒癮影響

之結果。 

                                                                                                                                                         
11 由於過去未有文獻與本文有完全相同的架構，因而無法有過去之研究得以對照 (如果有

這些文獻存在，本文的價值恐怕相對的會縮減)。然在審查人之一的建議與提醒下，我

們仍找到與本研究在議題上類似，但研究重點與實證方法不同的研究如 Lundborg and 

Lindgren (2002) 及 Delaney et al. (2008)。這二篇研究只有考慮負向風險認知的前提下，

共同的結論是對負向風險認知較高者將相對傾向沒有飲酒行為，然由這二個研究並無

法得知在這些認知下對飲酒量之效果。當然，這些文獻未如本文除考慮負向風險認知

外，尚考慮正向風險認知存在對行為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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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上述的結果，可得出相關的政策建議為，相關單位不僅要不斷宣導與傳播，更

要提供民眾瞭解正確飲酒對健康影響的資訊，即能使得有負面認知的消費者，得以相當

程度的減少酒精的消費量，而有正面認知的消費者，也能維持在適當的酒精消費水準，

不會誤解飲酒對健康的益處而無意中越過最低的酒測邊界。 

本研究所分析的對象目前雖只包含兩個鄉鎮，然隨著本文初步同時驗證正負向風險

認知對於決策行為之影響力後，當有層面更大的資料存在時，不僅目前的構想可以再加

以驗證，且可進一步將為數最多、風險認知變影響效果最大之輕度飲酒量區間做更細緻

的分量劃分，並透過本文所建立的概念與實證架構來進行驗證，以獲得更多關於此一消

費族群飲酒行為模式之相關分析結果。 

另一方面，由於屬信念層次的異質風險認知變數同時可能與其他層次的行為解釋因

子存在互動關係 (interaction)；又在解構式行為架構中如果有確切的意向變數，則最後的

酒精消費與三大要素構面的實際指標及意向指標，以結構方程組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的方式進行實證的探討。進而，對決策的影響效果可能也非只是簡單線性關係

所描繪的單調變化，而是存在遞增或遞減的非線性關係，這些都是未來可以進一步研究

發展的方向。  

 

 

(收件日期為民國 98 年 2 月 6 日，接受日期為民國 98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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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analyze a set of censored data.  The censored quantile regression is conducted for the diverse 
risk perceptions of alcohol consumption decision, i.e. a positive risk perception and a negative 
risk percep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explanatory variables do have impacts on the 
decision of alcohol consump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Bayesian learning and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mong these, the risk perception variables with either positive 
risk or negative risk perception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s.  The alcohol consumption 
elasticities of risk perception for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risk perception under the light 
alcohol consumption a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under the median and heavy levels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s such, group with light alcohol consumption is more effective than other two 
groups if the related agents intend to educate general public about the impa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the health through information delivery.  Groups with median and heavy 
alcohol consumption are mostly affected by the addiction to the consumption of 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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